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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后期入北河东柳氏“东眷”
之文化风尚考察

王宁远，王永平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河东柳氏“东眷”是东晋南朝时期边境豪族代表。十六国“胡亡氐乱”之际， 河东柳氏分东西二眷南

迁，其“东眷”侨居于雍州襄阳。自南北朝中后期至隋灭陈统一，其家族各支代表人物相继北徙入关。作为晚渡豪

族，柳氏“东眷”侨寓雍州边镇百余年，特殊的地域与社会环境及长期的边镇生活，铸就其独特的家族文化风尚。其

生活习俗、士风操守、学术文化倾向等，皆兼具南北，又与南北朝士族社会的典型风尚各有不同与侧重。柳氏“东

眷”代表人物北徙后汇聚于关中，凭仗其卓著才能与业绩，对北周、隋之军政多有贡献，其家族顺利融入关陇集团。

其代表名士深受南朝文化风尚浸润，在仪表风度、学术文化等方面有所表现。其时正值南风北渐、北朝取鉴南学与

南北文化融通之关键时段，柳氏“东眷”人物在此过程中发挥其融通南北的优势，并致力于推进江左风尚与关中地

域社会相结合，表现出文质相合、“辞兼文质”的文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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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后期，随着南北军政局势的变化，日益呈现出北朝统一南朝的趋势。与此相应，当时人

口迁移也出现了自南返北的现象，其中尤以南朝北境豪族之动向最为突出。此类移民大多在“胡

亡氐乱”后南迁，屯驻于淮、汉流域的边境州镇，成为南朝抵御北朝的军事屏障。他们作为“晚渡荒

伧”，虽然被江左高门士族所歧视，但因其家族代表人物有在江左诸朝长期仕宦的经历，所以与上

层社会颇多联系，特别是某些房支代表人物一度实现了“中央化”与“文雅化”，在社会文化风尚等

方面受到南朝风尚的影响。此外，其家族主体长处北部边境，受特殊的区位与社会因素影响，使他

们仍保留着诸多北方社会的传统。这种融通南北的特殊文化品格，对其返北后的家族发展与南北

文化融通有所影响。因此，河东柳氏“东眷”可谓江左边境豪族的典型。本文拟就河东柳氏“东眷”

代表人物之北徙与仕宦、行政作风与重视礼法、文化风尚与融通南北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考察和

讨论，从侧面展示南北文化融汇之风貌。

一、南迁河东柳氏“东眷”之北徙与仕宦 
河东柳氏起源及南迁，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柳）景猷，晋侍中。二子：耆、纯。耆，太

守，号‘西眷’……（柳）卓，晋永嘉中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四子：辅、恬、杰、奋，号‘东

眷’。①”韩树峰先生详考柳氏世袭、任官，认为柳卓南迁不当在西晋末年，而应与柳氏“西眷”支柳

［作者简介］ 王宁远，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243689942@qq. com；王永平，扬州大学社会发

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3（上）《宰相世系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35-2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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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同时于“秦赵丧乱”之际南迁①。进而言之，柳氏代表人物曾仕于前、后赵乃至前秦，至“胡亡氐乱”

之际，柳氏“东眷”“西眷”二支乃南渡至淮、汉流域的襄阳与汝颍地区。

晋宋以来，河东柳氏与东晋南朝时期南渡的众多北方豪族被称为“晚渡士族”，江左士族因南

渡的北方高门旧族在西晋灭亡后曾滞留北方“仕伪朝”而“常以伧荒遇之”。如东汉以来最负盛名

的弘农杨亮氏，“少仕伪朝”，其子杨佺期南渡后，“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②。京兆

杜坦氏，“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坦与宋文帝曰：“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③。加之

南渡的北方豪族与江左士族在门第出身、思想文化等方面也有所差别，所以被歧视而“婚宦失类”。

虽然柳氏族中子弟溯源时往往自诩“道传雅素，世继衣冠”，但韩树峰先生指出其家族并没有弘农

杨氏、京兆杜氏这样的汉魏高门旧族的门第背景，所以柳氏家族只是在雍、豫等地区算是较有影响

力的家族，绝对称不上高门大族。柳氏家族真正发迹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并在南朝时先成为高门

望族，后北归入仕北朝政权，并继续保持着其在南朝时期确立的崇高社会地位，最终成为关中望族

之一。④在当时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下，此类南迁豪族背后有庞大的依附人口作为支撑，故有着

巨大的地方影响力。晋宋以降，各朝政权多将其安置于淮、汉流域等沿边地带，以抵御北朝，北部

边境之雍、梁、豫、徐诸州也同样寓居众多晚渡豪族。这类豪族从门第身份看是次等士族，但经过

北方战乱的磨炼，其门风与文化风尚普遍具有了北方典型的尚武特征。

从地域环境而言，边境豪族主要处于淮、汉及沔水流域等南北政权的缓冲地带。无论南方政

权北伐还是北方政权南进，首要目标都是这些地区，使这里成为南北战争的交汇点。此地区人民

欲求生存和发展，必有“自全之技”，否则唯有任人宰割，“无异犬羊”⑤。故豫州地区“土气强犷，民

不识义，唯战是习”⑥。淮南地区“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藏甲挟剑之家，比

屋而发”⑦。上文所述的正是当时边境豪族群体普遍崇尚武力的突出品性。⑧而这些边境豪族，在南

北对峙的历史背景下，也会根据南北形势审时度势而作出选择，如京兆韦华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

眺二人从襄阳率领流民万人投靠后秦姚兴⑨。《元和姓纂》载：“东眷穆元孙华，随宋武过江，居襄阳

县。”⑩可知京兆韦华等人在南迁襄阳归晋后又与其他豪族叛晋入后秦，在刘裕北伐后，再度回归襄

阳。韩树峰先生于此指出：“边境豪族多在南北政权之间依附，并根据时局形势之变化选择自身归

属，所以他们南北观念并不突出。”􀃊􀁉􀁓

作为南朝雍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豪族之一，柳氏“东眷”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文化风尚受南朝军

政形势演变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柳元景帮助宋孝武帝登基称帝，官拜尚书令、司空，柳氏家

族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其社会地位“中央化”的进程。柳庆远因梁武帝担任雍州刺史期间对其拥戴，

官至侍中、领军将军、雍州刺史。柳世隆举家族之力助齐武帝与沈攸之抗衡，官拜尚书左仆射，其

①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68-169、171-
172 页；毛汉光：《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之三“柳氏之动向—主支之移动”》，《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卷84《杨佺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00页。

③（南朝·梁）沈约：《宋书》卷65《杜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20-1721页。

④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166-167页。

⑤（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28《垣荣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29页。

⑥（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第250页。

⑦（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2《文苑·伏滔传》，第2400页。

⑧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196页。

⑨参见（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0页。

⑩（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2页。

􀃊􀁉􀁓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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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惔、恽、憕、忱亦相继在萧梁时期腾达，开启了其家族文化风尚文雅化的进程。柳世隆本人“少

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谈琴……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①。其家族子弟皆善玄谈，

多以文艺才学显，且与皇室、名门之士等来往甚密，又与皇室联姻，其房支开启了由地方豪族向显

赫高门士族转变的进程。②但作为流寓士族，襄阳柳氏支系众多，其家族主体仍在雍州乡里社会，身

份还是地方豪族，所以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在家族日渐“中央化”之时仍旧非常重视其在乡里社会

的运营及与地方家族的联系，这样才能不断地获得地方乡里社会的补给与支持，从而形成“中央

化”与“地方化”并行互补、相互支撑的宗族结构。③这种类似汉魏高门旧族及北朝士族而异于南朝

高门士族的宗族结构，对日后柳氏家族在南朝风貌的形成及北徙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东柳氏“东眷”的北徙过程十分复杂，其代表人物入北时间与时机都和南北朝时局变迁的重

要事件密切相关。如柳仲礼等人在参与平息侯景之乱时曾反叛，后柳仲礼受萧绎节制，奉命抗衡

西魏附庸萧詧，而后战败受俘，成为柳氏“东眷”中最先北归入关者。承圣四年（555），萧詧引西魏

兵破江陵，俘虏众多士民并将其迁徙入关，其中就有河东柳氏家族的柳裘。西魏破江陵后襄阳北

属，寓居乡里的柳氏家族迁徙北归，其中代表人物就有柳霞父子。柳霞，保定年间受征入朝，“授使

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霍州诸军事、霍州刺史”④。其子柳靖随霞入朝，“授大都督，历河

南、德广二郡守”⑤。从上引文可知，柳氏“东眷”之主体随着襄阳北属而入仕北朝政权。

萧詧建立后梁，与雍州地方社会仍保持良好联系，故柳氏家族一些名士出仕后梁。如柳洋，

“位至吏部尚书，出为上黄郡守”⑥。柳䛒，“释褐著作佐郎。后萧詧据荆州，以为侍中，领国子祭酒，

吏部尚书”⑦。柳庄，“俄而詧辟为参军，转法曹……还署中书舍人，历给事黄门侍郎、吏部郎中、鸿

胪卿”⑧。柳庄在短暂出仕后梁的时间里还与后周、隋等政权保持联系，在后梁废后与其他柳氏代

表人物受诏入关⑨。而河东柳氏“东眷”遗留陈朝者，也在陈亡国后北归入隋⑩。

综上，河东柳氏“东眷”在“胡亡氐乱”后南迁，在寓居雍州襄阳地区两百余年的时间里得以发

展壮大。其凭借强大的宗族势力参与刘宋、萧齐、萧梁政权中的军事与政治重要事件，开启家族社

会地位“中央化”进程，不仅家族名士官至宰辅，族中子弟也借此契机得居清要显达之官位，而后受

到江左高门士族的侵染纷纷弃武从文，开始了由“尚武士族”向“文化士族”的蜕变。至南北朝后

期，其家族代表人物皆善玄谈，以文艺才学显，深得南朝高门士族社会之赏识，成为南朝士族文化

风尚的杰出代表，实现其家族文化风尚文雅化的进程。南北军政形势在南北朝中后期发生变化至

隋灭陈一统南北期间，河东柳氏“东眷”与诸多边境豪族一样相继入北，而后不断强化与周、隋等北

方王朝的结合，凭借其旧族郡望与人才优势，跻身关陇集团，开启隋唐时代其家族“中央化”与“官

僚化”的进程，􀃊􀁉􀁓逐渐发展成为关中郡姓首望之一。

①（唐）李延寿：《南史》卷38《柳元景传附弟子世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5页。

②参见王永平：《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扬州：广陵书

社，2010年版，第248-251页。

③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188-191页。

④（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2《柳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67页。

⑤（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2《柳霞传附子靖传》，第767页。

⑥（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8《萧詧传附柳洋传》，第874页。

⑦（唐）魏征等：《隋书》卷58《柳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23页。

⑧（唐）魏征等：《隋书》卷66《柳庄传》，第1551页。

⑨参见（唐）魏征等：《隋书》卷66《柳庄传》，第1551-1552页。

⑩参见（唐）姚思廉：《陈书》卷7《高宗柳皇后传》《高宗柳皇后附从弟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28、129页。

􀃊􀁉􀁓参见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
年版，第336-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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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之行政作风与重视礼法 
南北朝中后期以后，南朝的边境豪族之北徙，深远影响着北方政权。北方政权因汉化改革的

全面开展非常需要汉族文化的输入，故入北的南朝边境豪族因传输南朝社会文化风尚的突出作用

而倍受重用。如韩树峰先生所说：“边境豪族自身所具备的修养与重文轻武的南朝社会环境不相

合，使其仕宦在南朝社会受到很大影响，而文武兼重的北方社会环境才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沃

壤。”①南朝边境的豪族主要是晚渡士族，不仅具有当时一般士族的文化风尚，又因南迁北徙的经历

具备了融通南北与文质兼备的独特社会文化特征，这使得其在南北社会文化交流整合与融通过程

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柳氏“东眷”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其家族于东晋中期南迁至南朝边境的

雍州地区并侨寓逾百年，南北朝后期其又接连北归汇聚于关中地区，其因族中成员庞众，社会地位

显赫，故而对西魏、北周及隋等诸多政权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士族因各种原因导致在宗族与礼法观念方面有着诸多不同，在宗族观

念方面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北方士族比较重视宗族凝聚力，而南方士族的宗族意识则比较薄弱。盖

因东晋南朝时期社会大家族不断分解并逐渐趋向小家庭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江南的社会风俗。

入北的边境豪族，因侨寓东晋南朝境内逾百年且多数家族出仕过南朝，所以在社会风尚方面

一定程度上被南朝高门士族社会所影响。不过，其作为晚渡士族本身就具备独特的社会文化特

征，而因在南北边境过渡地带长期寓居，受特殊的地域社会与生存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只有少

数家族因缘际会得以融入江左高门士族社会实现“中央化”与“高门化”，其余大多数边境豪族与江

左高门士族社会在宗族与礼法观念、生活风尚等方面不同，而与北方士族社会相似。韩树峰先生

指出：“对大多数边境豪族来说，其具备的生活社会习俗与北方地区更为相似……究其原因，这是

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与生存现状所导致的，边境豪族想要在战乱频发的边境之地存活安身，并在南

北对峙时期的南方政权中有所作为，除了凭借其强大的宗族势力以外别无他法。”②

柳氏“东眷”作为南朝时期雍州地区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武力豪族，其凭借家族军政地

位不断“中央化”来实现其在南朝社会地位的“高门化”与文化风尚的“文雅化”。其家族代表人物

对襄阳地方宗族势力苦心经营，对后继代表人物认真栽培，通过各种手段造势，树立家族地位的权

威性及确立家族权力传承的合法性③。柳氏历代掌门人物对家族后继代表人物的挑选及引导十分

重视，并且挑选范围并不局限于嫡嗣子孙，而是在全宗族之中唯才是举。例如萧詧出任雍州刺史

时在襄阳秉承皇帝旨意，委柳霞以重职。但当萧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归于北朝时，柳霞却辞官

于萧詧。柳霞表面上以遵循先辈训诫、效仿其父为由辞别萧詧，实际是为其家族日后入西魏、北周

政权的发展创造条件。《周书》中“史臣曰”称：“柳霞立身之道，进退有节。观其眷恋坟陇，其孝可移

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④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士族名士固然以儒家忠孝观念自律，

但在中古时代，士族社会之伦理实践则普遍先孝后忠，体现出鲜明的家族本位意识。⑤就柳霞之“立

身之道，进退有节”而言，其进退之选择，本质是以其家族利益的得失为依据。柳霞之子柳靖同样

十分重视对宗族子弟的训导，以巩固家族在襄阳乡里的势力，其“子弟等奉之，若严君焉。其有过

者，靖必下帷自责，于是长幼相率拜谢于庭，靖然后见之，勗以礼法。乡里亦慕而化之”⑥。柳氏“东

①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229页。

②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213-214页。

③韩树峰：《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④（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2《柳霞传附靖弟庄传》，第769页。

⑤参见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0-241页。

⑥（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2《柳霞传附柳靖传》，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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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正是凭借其根深蒂固的乡里宗族势力，使其家族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柳氏代表人物重视礼法，以此修身、齐家、指导行政，整饬世风。如柳霞，施政尚德化，其“导民

务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贬异，示之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复为过”①。柳彧则更加典

型，开皇年间，柳彧历任尚书虞部、屯田二侍郎。按当时制度，三品以上的官员，门外皆竖有戟槊。

左仆射高颎之子高弘德封爵应国公，申行牒文请求竖戟槊于门外。柳彧对此判决：“尊有压卑之

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阁又施！”②此事最终没有实行。其后升治书侍御史，立于朝

堂，神色端正，令百官十分敬重畏惧。又，应州刺史唐君明，在为母守丧期间，娶了雍州长史库狄士

文叔父的妹妹。柳彧上奏弹劾：“（君明）忽劬劳之痛，成嬿尔之亲，冒此苴缞，命彼褕翟。不义不昵

……（士文）弃二姓之重匹，违六礼之轨仪。请禁锢终身，以惩风俗。”③两家因此获罪。隋初承继前

朝丧乱，风气败坏，柳彧常进行箴补，故得文帝欣赏。再，柳彧见通都大邑之中的百姓每逢正月十

五，喜作角抵之戏，互相争竞夸耀，以至于浪费很多财力，上书请求禁绝角抵戏：“非益于化，实损于

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④柳彧在隋初承继前朝丧乱、风气败坏的社会环境下整饬世风与士风，

对违法乱纪、渎礼不经的现象进行矫正，正是柳氏家族及其自身重视礼法的表现，反映出其以儒家

的礼法道德观念来治世的思想⑤。

东晋南朝时期江左士族社会名士盛行浮华散诞之风尚，普遍重文轻武，鄙薄世务。如东晋玄

化任诞名士代表刘惔，其“尤好《老》《庄》，任自然趣”。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

事之心。”⑥但边境豪族群体与江左士族社会风尚截然不同，因长期处于边境地带，特殊的区位因素

导致其不仅尚武，还注重实务，故其代表人物大多军事与行政才能卓越，与北方士族颇为相似。而

作为边境豪族代表的河东柳氏“东眷”，更是此方面的典型代表，大多行政作风务实，才能卓越。

柳氏“东眷”代表人物行政作风刚正务实，敢于直言进谏。如柳庄，因尚书省上奏犯罪之人按

照法律本该流放，隋文帝却判处死刑，便就执法尺度进谏隋文帝云：“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其也。今

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内无事，正是示信之时，伏愿陛下思释之之言，则天下幸

甚。”⑦相较于柳庄，柳彧则更加典型。隋初，因多由武将担任刺史之位，而常有不称职的现象出现，

柳彧因见诏书任命年近八十的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而进谏：“共治百姓，须任其才……（干子）

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干子）

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若令刺举，所损殊大。”⑧和干子终于被免职。又，其

见隋文帝勤于听政，百官多以烦杂琐碎之事奏请，上疏劝谏：“伏愿思臣至言，少减烦务……若其经

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⑨。再，隋文帝性猜忌，令亲信觇视臣僚，对官员小过失加以重

罪，并好于殿庭之中决罚，朝堂之上杀人，群臣虽多有谏诤，但隋文帝并不采纳。于是尚书左仆射

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尽诣朝堂请罪：“犯者不息，致陛下决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请自

①（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2《柳霞传》，第767页。

②（唐）魏征等：《隋书》卷62《柳彧传》，第1481页。

③（唐）魏征等：《隋书》卷62《柳彧传》，第1482页。

④（唐）魏征等：《隋书》卷62《柳彧传》，第1484页。

⑤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5陈后主至德元年载柳彧上述有关整肃世风之进言，胡三省于此有注评曰：“观

此，则上元游戏之弊，其来久矣。后之当路者，能不惑于世俗，奋然革之，亦所谓豪杰之士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第5574页。

⑥（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5《刘惔传》，第1991-1992页。

⑦（唐）魏征等：《隋书》卷66《柳庄传》，第1552页。

⑧（唐）魏征等：《隋书》卷62《柳彧传》，第1481-1482页。

⑨（唐）魏征等：《隋书》卷62《柳彧传》，第1482-1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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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屏，以避贤路。”①最终使隋文帝改变判罚。除了直言进谏，柳彧也常打压骄纵狂傲的权臣。右仆

射杨素当权，显赫尊贵，百官畏惧，无敢不顺从。杨素因小罪敕命送往御史台时，仍恃宠贵坐于柳

彧座上，柳彧从外归来见后，在阶下持笏板整容曰：“奉敕治公之罪。”杨素立即离座，柳彧据案而

坐，让杨素站于庭院中，询问其犯罪事实。上文所载，正是柳彧刚正务实、敢于直言进谏的行政作

风之体现。诚如《隋书》中史臣对其赞曰：“柳彧之处台宪，奸邪自肃。然不畏强御……邦之司直，

行本、柳彧近之。”②

与关陇集团其他仕宦群体普遍推崇苛酷政风对比鲜明的是，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主政地方期

间，其行政作风“清简”且“雅达政事”，严正与宽惠相济。如柳靖，其“雅达政事，所居皆有治术，吏

民畏而爱之”③。柳庄因文武兼备，被北人以南人中能“习世务”为特例，称其干能，深得文帝器重。

纳言苏威，看重柳庄的器识，常上奏文帝：“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

兼之者，不过于柳庄。”④而柳氏“东眷”能够“习世务”与“雅达政事”兼得，是因其自身文化风尚的礼

律兼修，且长期受到南朝儒玄兼综士风的浸染，所以其南北政风交融的特征十分突出。

三、入北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之文化风尚与融通南北 
如上文所述，河东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作为入北边境豪族，行政作风刚正务实，严正与宽惠相

济，敢于忠直进谏，多具经国济世之干能。其文化风尚则礼律兼修。因其与北朝主流社会的士风、

学风相似，所以颇受北朝掌权者的器重，进而融入关陇集团。

就东晋南朝时期的士风而言，南朝高门士族多轻鄙俗重清雅，标榜以风流雅望，进出率性而

为，人生态度超然隐逸，抵抗世俗社会观念羁绊，与北朝相比大相径庭；且南朝名士多看重仪表风

姿、言辞谈论、艺术技能、仕隐合一等表现形式⑤。柳氏“东眷”，因为侨寓南朝边境逾百余年，其家族

人物长期受南朝社会士风与学风浸染，实现了家族社会地位的“中央化”与文化风尚的“文雅化”，

其代表人物如柳世隆等已经深度融入江左高门士族社会，所以家族后世子孙多为名士，成为江左

士族文化风尚的典型；而家族中寓居于襄阳地区代表人物的文化风尚也有所转变⑥。如柳靖，其

“性爱闲素，其于名利澹如也……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⑦。又如柳䛒，作为柳氏

“东眷”家族“中央化”与“文雅化”显支中的典型代表，因颇具名士气质与才能，深受隋炀帝喜爱。

柳氏“东眷”入北人物因受到江左士族社会风尚的影响，所以在仕宦观点、处世作风、行为方式

等方面具备南朝名士化的特点，体现出边境豪族所特有的融通南北的文化风貌。但是，从家族整

体来说，在诸如忠、孝等社会、家庭伦理观念方面，其与北朝之社会风尚更为相似，所以即便是家族

名士化之代表人物，也无法改变其家族的根本门风，必须遵循基本之礼法伦常。当然，在南北文化

融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对南风北渐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如柳䛒，善言

辞，是典型南朝名士化人物。杨广喜好江南文化，注重招揽江左名士，尤其是柳䛒，“（䛒）尤俊辩，

①（唐）魏征等：《隋书》卷25《刑法志》，第713页。

②（唐）魏征等：《隋书》卷62《裴肃传》，第1488页。

③（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2《柳霞传附柳靖传》，第767页。

④（唐）魏征等：《隋书》卷66《柳庄传》，第1552页。

⑤王永平：《南北融通与文质兼备——南北朝后期入北河东柳氏家族之文化风尚及其影响》，《南京晓庄学院学

报》，2022年第3期。

⑥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214页。

⑦（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2《柳霞传附柳靖传》，第7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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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顾问，应答如响……便命入阁，言宴讽读……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①说明柳䛒不仅影响了

杨广的个人文化兴趣，并且在传输江左文风及其推动南学北输、南北融通等方面都影响颇著。

河东柳氏作为边境豪族，文化底蕴深厚。其家族名士侨寓东晋南朝境内逾百年并出仕过南

朝，与江左高门士族社会往来密切，深受江左学风之熏染，学术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尤其是“东眷”

柳世隆房支于南齐、南梁时期在政治地位上实现了其家族的“中央化”，在文化学术方面实现了高

度的玄学化，所以入北后其家族名士的学术风尚也带着浓厚的南朝印记。如柳䛒，除精通经史儒

玄，佛学也有兼及，其“好读书，所览将万卷，重史学，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以其好内典，令撰

《法华玄宗》，为二十卷”②。上述可知入北柳氏“东眷”代表人物表现出的崇尚博通、经史兼综、重视

史学的学术风尚明显受到了南朝士大夫学风的熏染，与北方的风尚不同，其入北后参与种种相关

学术文化活动，对南朝学风之北传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文学艺术方面，从南北朝中后期直至隋唐之际，北朝上层社会的文学都汲取自江南，在此过

程中，河东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在传播南朝文化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著者是柳

䛒。隋炀帝因爱好文学与倾慕江南文化，招揽了大批江左文学名士。柳䛒是当时由南入北文士群

体之典型，因其玄化名士气质与表现，成为深受隋炀帝宠信的文学之士，“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

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命䛒为序，词甚典丽”③。以至“及见䛒已后，文体遂变”④。而杨广随

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变化，不断倡导与推动南朝的学风与文风的传输，有力地推动了南北文化的

融合。

四、结论 
综上，河东柳氏“东眷”在南北朝时期具有“出南入北”的特殊经历。作为东晋南朝的晚渡士

族，柳氏“东眷”长期侨寓雍州襄阳地区，随着南北军政形势的演变，其家族代表人物相继北归入

关，凭仗其卓著才能与业绩，对北周、隋之军政多有贡献，顺利融入关陇集团，实现其家族的“中央

化”，成为关中著姓之一。柳氏“东眷”作为边境豪族先南迁而后北归，其家族名士具有融通南北与

文质兼备的特殊文化风尚，且在宗族、礼法观念及生活风尚等诸多方面，更加接近北方士族社会，

所以在其北归后可以快速适应并融入北朝士族社会当中。其家族名士普遍具有突出的军政才干，

施政有方，德能相济。当然，长期的南朝寓居生活与仕宦经历，其家族不可避免地受到江左士族社

会文化风尚的影响，故柳氏“东眷”入北人物在风姿仪表、谈论言辞、艺术技能等方面皆体现出南朝

名士化的特点，在学术上则表现出推崇博通，经、史、儒、玄、佛等兼综融汇，体现出南朝学风与文风

之特点。南北朝中后期，南朝学风、文风北传蔚成风气，到隋唐之际日渐高涨，形成了南北文化融

合的新局面。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入北柳氏“东眷”人物参与其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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